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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苗文文献概况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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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石门坎苗文一经创制,便在滇黔交界的乌蒙山区被广泛使用,包括基督教宗教文

献的翻译与宗教活动的进行、学校教育、交流沟通以及记事、记账等日常社会生活,形成了大量的石门坎苗

文文献。石门坎苗文文献具有文字不规范性、阶段性以及民间性等特点。石门坎苗文文献类型多样,内容

丰富,反映了乌蒙苗乡百年来的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变迁。因此,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

集中在石门坎苗文文字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变迁、乌蒙苗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逐步融入民族国家等方面。

在具体的文献研究过程中,应遵循跨区域、多语种文献互证、服务于当今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等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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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门坎苗文的创制与发展

石门坎苗文(亦称“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一般认为由英籍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

(SamuelPollard)带领苗、汉人士,在1905年使用苗族服饰上的一些图案符号、一些用以记事的

古老符号与部分大写拉丁字母,创制出一种以贵州威宁石门坎苗语语音为标准音的拼音文字。
但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如民国时人王建光曾经撰文说明,认为石门坎苗文的创制者并非西方

传教士柏格理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者张岳汉先生”[1]。这套文字,有着如下一些典型特点[2]:
每个字(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声母)和一个小字母(韵母)组成,小字母的大小只有大字母的四分

之一,字母的书写具有汉字楷体的一般特征;音节的声调用小字母在大字母的不同方向来表示

(正上方、正下方、右侧的上、中、下),零声母音节根据其声调的高低直接写小字母。石门坎苗文

的创制,集中了苗族、汉族、西方传教士等不同人群的智慧,吸收了苗族传统文化、汉字结构、西方

拉丁字母大写形式等诸多文化要素。随着石门坎苗文的出现,一个神话开始在乌蒙苗区传播,即
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了,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中被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

字。因此,新创制的文字很快获得乌蒙苗族的认同,也获得了传播与使用的力量。可以说,石门

坎苗文的创制,开启乌蒙山区(包括滇东北、黔西北以及川南地区)苗族①人民进入文字社会的新

时代。千百年来乌蒙苗族群体传统文化从口耳相授的语音传承转变为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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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蒙地区的苗族,基本都属于苗语西部方言,主要包括自称为“阿卯”(汉族等他称为“花苗”)的滇东北次方言群体与自称

为“蒙”(汉族等他称为“青苗”“白苗”等)的川黔滇次方言群体。石门坎苗文的主要使用群体是“阿卯”群体,少部分川黔滇次方言的

“蒙”群体也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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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现实中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也由“古歌”“刺绣”“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原始记录转变为方

便快捷的文字记录。石门坎苗文的创制及在乌蒙地区的推广使用,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了该区

域苗族人口素质的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体及其他群

体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百多年过去了,石门坎苗文至今仍然在这些地区被广泛使用。
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符号,而更多地承载了该地区苗族人民百年来的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社

会进步,成为广大苗族同胞的精神依托。
石门坎苗文在初创时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因此,按照语言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在实际

的使用过程中,石门坎苗文被不断地修订,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主要包括:(一)初创时

期的版本;(二)1932年杨荣新、杨荣辉、王明基等人修订的版本;(三)1949年文字改革版本;(四)

1980年代“规范苗文”版本。除了以上四个版本,还有一些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根据自己的

理解对石门坎苗文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形成一些文献,但并没有得到其他使用者的采用。

总的来说,石门坎苗文各个时期的版本略有差异,但都是在初创版本上的增益与改定,主要包括

声调的增加与位置的调整、苗语声韵母的增加以及非苗语韵母的增加、浊音符号的增加,等等。

因为不同版本的石门坎苗文在文字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创文字的逐步发展与完善

过程。

从初创时期开始,石门坎苗文就被广泛用于基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与宗教仪式活动、学校教

育、交流沟通以及记事、记账等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了大量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如此丰富且具有

重要意义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更是几乎无人

涉及的空白领域。目前所见,只有东人达《黔滇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其历史作用》[3]、王永华《滇东

北老苗文的历史与现实探索》较为集中地对石门坎苗文的发展历史及部分苗文文献进行了介

绍[4]。杨云惠等《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上、下)对使用石门坎苗文

字母创制苗文乐谱进行了研究[5]。其他诸如杨凤华、熊玉有《中国西部苗文文献综述》[6]、蒙昌配

等《中外比较视域下的世界苗文研究史———世界苗学谱系梳理研究之一隅》[7]、JoakimEnwall的

AMythBecomeReality:HistoryandDevelopmentoftheMiaoWrittenLanguage(《神话成为

现实:苗文之历史与发展》)[8]等论著,大多把石门坎苗文置于西部方言苗族乃至于整个苗族语言

文字史中进行介绍,并没有凸显石门坎苗文文献自身的特殊性与重要意义,也没有对现存文献的

文本类型、内容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现状及对石门坎苗文

文献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简要概述与分析。挂一漏万,敬请补充指正。

二、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概述

石门坎苗文的初创目的是在乌蒙苗族区域传播基督教信仰。因此,现存初创时期的石门坎

苗文文献,几乎都为基督教宗教文献的苗文译本。发展到后来,石门坎苗文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得到推广。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主要包括了如下几类:一类是基督教经书与赞

美诗的苗文译本;一类是苗文教材;一类是记录苗族传统文化的苗文读本;一类是记录苗族传统

歌谣的苗文文献;一类是介绍生活常识与科普知识的读本;一类是苗文报刊;一类是新创制的苗

文歌曲,包括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苗文歌曲、苗文翻译的抗战歌曲以及苗文翻译的革命歌曲等,内
容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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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如东部傈僳人以及彝族的诺苏支系、拉卡人,都曾用石门坎苗文来记述本族群语言,尤其是在宗教文献

中更为典型。



(一)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

石门坎苗文创制后,最早被用于基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因此,清末民国时期现存石门坎苗

文文献中以基督教宗教文献居多。最早的宗教文献应是1908年翻译的花苗《约翰福音》[9],该书

为大英圣书公会在上海印制并发放给花苗基督教信徒,全书共计124页。稍后有1910年的《马
可福音》[10]、1912年的《马太福音》[11]相继被以石门坎苗文译出并在乌蒙苗族中流传使用。1915
年《使徒行传》[12]以石门坎苗文译出,仍然由大英圣书公会在上海印制,全书共计106页。1925
年,王慧明、杨明清编译《川苗福音诗》,收录《马可福音》中赞美诗80首,附有苗文音乐乐谱和苗

文大小字母表。1936年,基督教《新约全书》[13]以石门坎苗文完整译出并印刷出版,石门坎苗文

也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同年,王树德、王正科、杨荣新等再次以石门坎苗文翻译出了《川苗福

音诗》。1947年杨荣新重译《新约全书》[14],由中华圣经会石印发行。

石门坎苗文在基督教宗教领域的应用,不仅仅限于乌蒙地区的苗族,也为该地区其他信仰基

督教的人群所借用,用以记音他们的语言,形成了又一批基督教宗教文献。这部分文献主要包括

1912年大英圣书公会为东部傈僳人信教群众编印的《马太福音》[15](全书128页)、1917年的《路
加福音》[16](全书136页),以及1928年的《使徒行传》[17](全书192页)。1912年大英圣书公会为

拉卡信教群众编印《马太福音》[18](全书96页)。1923年大英圣书公会为彝族诺苏支系信教群众

编印《路加福音》[19](全书157页),1926年又为他们编印《使徒行传》[20](全书200页),等等。用

石门坎苗文字符来为苗族以外的其他人群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这对石门坎苗文的发展起了非

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资料,一直到今天,滇中滇北一些信仰基督教的非苗少

数族群仍然还在使用石门坎苗文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
(二)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编印的教材

随着乌蒙苗族各地教堂的兴建,与之相伴的各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兴盛。清末民国时期乌蒙

苗区的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的学校,也是最早实行汉、苗双语教学的学校。石门

坎苗文创制以后,就被用作苗语教学的载体在各个教会教学以及平民夜校中使用。

在乌蒙各地的苗族学校里,前述各类被翻译成石门坎苗文的基督教宗教文献,成为主要的教

学用书。现存的一份石门坎光华小学1937年与1938年制定并发往乌蒙各地教会学校的《读书

背书计划章节》①,有学生每日阅读《新约全书》章节的要求,表明苗文基督教宗教文献在乌蒙苗

族的学校教育里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除了以石门坎苗文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作为学习教

材外,当时的基督教教牧人员也以石门坎苗文编印了《花苗一书》(全书10页)、《花苗二书》[21]

(全书16页),作为引导乌蒙花苗民众学习基督教的主要教材。

此外,民国时期乌蒙苗区的各地学校,也有专门以苗族历史及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石门坎

苗文教材,如《花苗新课本》等,这些苗文教材主要以苗族口传历史、民间故事以及传统歌谣为主

要内容,在学习石门坎苗文的同时,苗族传统文化也得以传承。二十世纪30年代由著名苗族教

育学家朱焕章先生编写的汉文版《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22](又名《滇黔苗民夜读课本》),也部分

翻译成石门坎苗文,供成年苗族人在夜校学习时使用。② 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平民教育中,柏格理

等人还用石门坎苗文编写了《苗语基础课本》《苗族原始读本》等教材。《苗族原始读本》作为苗族

成人扫盲课本,采用了通俗的问答形式,介绍一些自然与生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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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份教学计划,由云南昆明TSHH先生提供。

团队目前还没有收集到石门坎苗文版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但TSHH先生告知是有的。访谈对象:TSHH;访谈时

间:2023年1月24日;访谈地点:云南昆明TSHH家中。



(三)清末民国时期其他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的苗文文献

存世清末民国时期关于乌蒙苗族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的石门坎苗文文献,不如前述基督教

宗教文献丰富,主要有如下一些:

1.碑刻谱牒类

在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领域里,现存最早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应是一幅苗文石刻。该石刻位

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红土地镇新乐村委会(原名法者),文字刻在一块高约3米、宽约2.5米的

红砂石上,全文共56个字符,分为三个部分,被称为“罗家沟摩崖苗文石刻”。该石刻的主要内容

朱文光先生译为:“基噶这块地(原是)窝卡尼阿(这个人)耕种,狗年张成兴到达这里后由(张成

兴)耕种。这些字我不会写,是上帝教我写的……(刻字时间是)狗年蛇月十二日,属羊这天刻这

些字。……(有人会因)刻了这些字感激我们。”朱文光先生在仔细对该文本进行研究后,认为该

石刻就是乌蒙苗族传说中的“阿尤黑的写字岩”,是由苗族起义军首领阿尤黑(张成兴/才)与他的

好友于1911年制作[23]。

1914年,石门坎光华小学修建了由昭通人士李国钧撰写的“溯源碑”。此碑两面分别雕刻石

门坎苗文与汉文,主要记录基督教在花苗群体中的传播史。两年后,石门坎苗族群众再次以新创

之苗文再立新碑———“苗族信教史碑”,讲述花苗群体的历史和基督教带给苗族的“新生活”。此

两块碑刻的原碑已不复存在,但其内容已被记录下来,经后人重修后现存于石门坎的石房子内。

石门坎苗文的倡导者之一柏格理于1915年在石门坎逝世并葬于此地。石门坎苗族为其修

建了坟墓。现在所见的柏格理墓碑上,有石门坎苗文记录这位传教士传奇的一生。另一英国传

教士高志华于1938年逝于石门坎,苗族群众为其修墓立碑,碑文以石门坎苗文简述其一生事迹。

乌蒙地区苗族在石门坎苗文创制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家族世系只能依靠口传记忆。石门

坎苗文创制出来后,一些家族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家族的世系,现存最早的石门坎苗文家谱为

《张汉阿尤亥家谱》(内部资料)。该家谱在1944年用石门坎苗文整理编撰,1963年重修,2020年

再次修订①。

2.苗文词汇汇编类

石门坎苗文一经创制,便在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体以及其他群体中传播开来,为了便于推广使

用,部分苗族知识分子以及西方在石门坎的传教士便开始了用石门坎苗文汇编苗文词汇的工作,

现今存世的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词汇汇编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苗族知识分子王建光曾经编著过一本苗汉对照的《苗文单字汇》,记录了在生产生活中

使用的主要苗文词汇。全书共计34页,记录苗文单字词超过一千多个[24]。

一是英国传教士张绍乔和张继乔于20世纪30、40年代在石门坎地区生活时,在当地苗族人

民的帮助下,用石门坎苗文字符收录整理了大部分的传统苗语词汇,并在回到英国后将这些石门

坎苗文词汇翻译成了英文②。在该苗文词汇汇编中,收集了大量的中古苗语词汇,是我们了解

“阿卯”支系苗族的语言从近代以前向现代转换的非常有用的关键性资料。

3.传统文化汇编类

在20世纪30年代,苗族知识分子王明基、杨荣新等人开始收集乌蒙苗族的古歌、传说故事、

童话寓言以及民俗文化,并以石门坎苗文加以记录,形成两册珍贵文献。1936年,英籍牧师王树

德离开石门坎时,带走了这些苗文资料,其中一册在战乱中散失。50年代前后,基督教循道公会

英籍教牧人员从乌蒙地区撤离中国时,又带走一批民国时期用石门坎苗文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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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汉阿尤亥家谱》的2020年修订版已主要使用汉文。

该苗文词汇手册现在并没有正式出版,笔者已收集到电子版。



资料,其中张绍乔(R.Garry.Parsons)、张继乔(R.Kenneth.Parsons)兄弟带走的较为完整。二人

回国,用了将近三十年时间,将这些资料系统整理归类并译成英文(其中一部分还译成了拉丁苗

文),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计算机专家的协助下,开发出石门坎苗文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

2001年,二位张先生专门创建网站,①将其花费毕生精力整理好的“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集”放

在该网站上,供感兴趣的人士自由下载。

“中国西部苗族古歌故事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创世纪与人类早期:洪水故事、开荒故

事以及巫医传说”,此部分共计52首诗歌。第二部分“苗族历史:早期首领、与华夏集团的冲突、

失去家园、迁到诺地(Nuo)、部漏(Byu-no)与骚漏(Sao-no)的英雄传说、后来的事件和最近的迁

徙”,此部分共计65首诗歌。第三部分“聪明与愚蠢:人与动物的故事、回报:华夏背景里的诗歌

叙事———人与动物的互变、关于老虎的故事”,此部分共计85首诗歌。第四部分“苗族的社会生

活:传统婚俗与婚礼歌、情歌、私奔歌、吊唁歌,神灵崇拜与神灵崇拜歌”,此部分共计75首诗歌。

此故事集,几乎涵盖了近代以前乌蒙地区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今天研究乌蒙地区苗

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4.翻译和创制的歌曲类

在清末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阶层利用石门坎苗文翻译并创作出相当多的歌谣,在各个学

校以及民间传唱,成为石门坎苗文在民间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翻译类歌曲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圣经》赞美诗的翻译,存世文献主要有基督教赞美诗(1914
年),该书为77页的印刷本。1936年时,杨荣新等人再次用石门坎苗文译出新版赞美诗,该书为

石印,共74页。1938年,杨志成等人用石门坎苗文符号设计了7个音乐简谱符号,翻译出苗文版

《赞美诗》,共收录基督教诗歌275首。到1940年,韩杰翻译苗文版《颂赞诗歌》,共收基督教赞美

诗歌289首。二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苗族知识分子杨荣新等人以石门坎苗文翻译了大

量的汉文抗日歌曲以及革命歌曲,包括但不限于《流亡三部曲》《开路先锋》《在太行山上》《到敌人

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等。

创作类歌曲主要有:朱焕章的《苗族有许多还未觉醒》《孤儿歌》《私立石门坎中学校歌》,李正

明的《走走走》《唤醒民族奋进》《恶霸抓兵歌》《伤心歌》《思念故乡》《江山美如画》《大箐林有雷鸡》

《潮水与风飘来》《天上有只鹰》,张文明的《打铁要自己腰身硬》,韩正明的《要让女孩读书》《到石

门坎去读书》,王明基《可怜的盲人》《时间就像花开》,杨荣新等人《思念我家乡》,等等。这些用石

门坎苗文创作的歌曲,从形式上看,既继承了苗族传统古歌自由式的特点,又吸收了汉文诗词注

重韵律的特点,得以在乌蒙苗族中广泛传唱。

事实上,清末民国时期石门坎苗文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以上几类,随着学校教育与平民教育

的逐渐普及,60%以上的乌蒙苗族群众都能较为熟练地使用石门坎苗文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

更多的关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苗文文献产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重要的政府文

件的翻译,包括王建明等人对《总理遗嘱》的石门坎苗文翻译[25],以及《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命

运》的石门坎苗文翻译[26]。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一些以石门坎苗文书写的民

间文献已经永远消失了,比如在1930年代曾经由石门坎教会创立并发行的《苗文月刊》,一度成

为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川黔滇苗族地区的主要信息来源,但是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期刊物的原件,

成为不能弥补的巨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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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网站由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负责营运。

访谈对象:TSHH;访谈地点:昆明TSHH家中;访谈时间:2023年1月24日。



三、新中国成立后石门坎苗文文献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省,乌蒙地区的苗族群众热

烈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到来,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旗帜上便有以石门坎苗文书写的“人民解放军是

苗族人民的救星”字样①。人民政权完全接管西南边区后,党中央开始关注并推进西南少数民族

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乌蒙苗族地区广泛使用的石门坎苗文,继续得以使用。1956年后,中国中

央政府为中国三大方言区的苗族各创制了一套苗文,同属于西部方言区的乌蒙地区不同支系苗

族,自此有了三套苗文,即川滇黔次方言苗文、滇东北次方言苗文(拉丁字母新苗文)以及石门坎

苗文(老苗文)。前两套苗文属于拉丁字母苗文,由人民政府统一推广使用。石门坎苗文则一直

处于民间层面使用的状态。

到20世纪80年代初,滇中滇北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了规范

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石门坎苗文存在的问题,称之为“规范石门坎苗文”(简称“规范苗文”,

下同)。“规范苗文”获得云南省少数民族语委会的官方支持,在滇中滇北苗族地区推广使用。此

后,石门坎苗文的使用开始出现区域性差异,即黔西北、滇东北区域的苗族在民间层面仍然使用

石门坎苗文,而滇中和滇北的苗族则开始使用“规范苗文”,形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文献。

(一)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苗文翻译文献

用石门坎苗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文件的翻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已开始。

1951年,杨荣新和张有伦受命来到重庆,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重要的文件

翻译成石门坎苗文并随即在乌蒙苗族地区颁行,以在广大苗族人民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

策。同时,他们还用石门坎苗文译出了《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等文件。这些重要

文件的翻译,为乌蒙地区苗族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滇东北次

方言拉丁苗文以及川黔滇次方言苗文创制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党中央和政府文件的翻

译,就几乎没有使用石门坎苗文了。

“规范苗文”产生后,开始被用来翻译各类重要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华优秀文化读物,主要包

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云南少数民族对外交际手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明读本·传统美德》《一家人过好日子》,等等。这些政府文件以及中华优

秀文化读物有效宣传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对促进民

族地方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苗族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的文献

在1956年滇东北拉丁苗文创制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苗语小组使用石门坎苗文

在威宁地区收集了一些苗文资料。20世纪50年代后期,威宁的韩绍刚等人也用石门坎苗文收

集了一批民间文学资料。张斐然、杨忠德用老苗文整理油印了一套30年代收集的古歌资料。另

有课题组收集的一小部分珍贵的私人书信是这一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的代表。2007年,毕节市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人员,以苗、汉、英三语形式出版了英国张绍乔、张继乔先生收集的苗族民

间故事,书名为《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27]。杨体耀先生用石门坎苗文收集整理的《民

间故事集》(内部资料),不但包括了大量的苗族民间故事,还把在苗族地区流传的部分汉族和其

他民族的民间故事也收入其中,体现了石门坎苗文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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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另有部分基督教经书继续出版发行,包括1988年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苗文新约全书》[28],2010年云南省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云南省基督教协会编印《苗文颂主圣歌》等。2019年,杨世武主编的《西部苗族

古老歌》[29]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最新出版的石门坎苗文文献。
(三)反映乌蒙地区苗族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在为各民族创制文字的同时,开
始在民族地区学校推行民、汉双语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滇中、滇北地区的民族事务委员

会开始使用“规范苗文”编写小学教材,主要包括如下一些:1988年的《苗语文课本》(第一、二
册)、1988年《苗文数学课本》(第一册)、人教版系列小学教材(一年级《数学》上下册、一至六年级

《语文》上下册、一至四年级《小学语文教辅》上下册)。与教材配套的还有2012年的《小学生苗汉

成语词典》以及2015年的《小学语文词语手册》。“规范苗文”教材的出版与使用,促进了石门坎

苗文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

除了政府官方对“规范苗文”的推行外,一些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以个人的力量来推动石门坎

苗文的传承。近些年来,昆明的陶绍虎陆续编印了《苗文初步》(内部资料)、《大花苗石门坎语音

初探》(内部资料)、《花苗文简略导学》(内部资料)等石门坎苗文教材,免费提供给愿意学习石门

坎苗文的人士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乌蒙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开始用石门坎苗文收集一些苗族的历史文化与社

会经济生活方面的资料,在各个方面均有体现。张文德编撰了《苗族中草药》(内部资料)①、朱文

光编撰了《阿卯迁徙史》(苗汉双语,内部资料)、《滇中苗族草药》(2卷,苗汉双语,内部资料)。另

有一些创作或翻译歌曲集,如1982年宜良县文化馆编印的《苗族创作翻译歌曲选》(内部资料)、

2001年编印的《苗族歌曲选》(内部资料)、2001年张建明编印的《苗族歌曲选》(内部资料)、2004
年杨体耀选编的《百年苗族歌曲选(1905—2005)》(内部资料),等等。这些以石门坎苗文编印的

各种歌曲集,虽然没有公开出版发行,而是以内部资料的方式在乌蒙地区苗族群体之间流通,为
石门坎苗文的传承和发展做了较大的贡献。

另外,在乌蒙苗族地区民间社会交往中,也产生了不少石门坎苗文文献,主要包括一些私人

信件、借条等经济文书以及门联、宣传标语、各种告示、广告,等等。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乌蒙

苗族在当代的生活状况,为我们分析当下乌蒙地区苗族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资料。

四、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特点

由于石门坎苗文并不是由专门的语言学人士创制,其创制、使用时间也较短,和其他种类文

字的文献相比,石门坎苗文文献具有一些区别性的特点。
(一)石门坎苗文文献文字的不规范性特征

由于石门坎苗文既不是纯粹的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汉文这样的象形符号文字,而是二者加

上苗族传统记事符号综合而成,加之苗语的音调复杂,共计八个调位,这导致石门坎苗文在初创

时期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尤其是不能对石门坎苗语进行全面记音的缺陷。一些使用者根据自

己的理解,对初创的石门坎苗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

本中,有的有浊音符号,有的没有;有的是五个调位,有的是六个调位,有的是八个调位,调位的位

置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此等等。即使是相同的基督教宗教文献,在不同时期的石门坎苗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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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德在编撰《苗族中草药》,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了一些基于他自己理解的改进。因此,这本《苗族中草药》中所使用的石

门坎苗文,既不同于以往各个版本的苗文,也不同于滇中滇北地区的“规范苗文”,比较难于理解。



所使用的苗文也有一定的差异。且因为苗文本身的不规范性,导致它所记述的事情一旦脱离原

文语境,便会表现出极大的歧义。甚至出现有的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石门坎苗文进行一定

的改进,然后用改进苗文写出来的文献,别的读者完全不能理解的情况。石门坎苗文的不规范

性,给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二)石门坎苗文文献的阶段性特征

石门坎苗文创制的最初目的,是推进基督教在乌蒙苗区的传播,但随着文字的推广使用,石

门坎苗文逐渐超越了最初为宗教服务的目的,在该区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存

创制初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翻译的基督教宗教文献,主要包括新旧《圣经》的章节翻译、整本翻

译、赞美诗翻译等内容。早期教会学校的苗文教材,也多是为了帮助苗民学习基督教经书而编

写。此时期关于乌蒙苗区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石门坎苗文文献极为少见。民国中后期开始,除

了继续以改进后的石门坎苗文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外,记录乌蒙苗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生活

的苗文文献以及反映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文献才开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石门坎苗文文

献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类型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包

括苗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与反映当代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生活发展等各个方面。

(三)石门坎苗文文献的民间性特征

由于石门坎苗文属于民间自创文字,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官方政府的承认,没有在政

府层面推行。因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门坎苗文都只在乌蒙山区民间使用,所形成的文

献,除了基督教宗教文献的译本之外,内容大多为苗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与乌蒙苗区社会经济

发展相关。民国时期有小部分文献为对一些重要汉文文献的翻译,如《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以

及《中国之命运》等,但这些文献的翻译,几乎都是苗族精英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并不是当时国

民政府的官方行为,仍然只能归类为民间文献。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规范苗文”的推广,有

部分文献是官方推动的汉文文献翻译,包括一些重要政府文件,这部分的石门坎苗文文献体现出

了特殊的与时事和官方政策的极大关联性。同时,小学教材翻译为“规范苗文”本,也只在滇中、

滇北片区推行,并没有覆盖到石门坎苗文使用的中心区域。总的来讲,石门坎苗文文献在整体性

质上是属于民间文献而不是官方文献。

五、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石门坎苗文文献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值得我

们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石门坎

苗文文字本身的发展、文献的类型及文献内容的具体阐释进行深度研究,以便于石门坎苗文在当

代的传承发展及乌蒙山区苗族的乡村振兴。

(一)石门坎苗文文字发展研究

不同时期的石门坎苗文文献,其文字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后来的“规范苗文”,跟早

期几个版本的苗文差异更大。因此,利用不同时期石门坎苗文文献,全面而深入研究石门坎苗文

文字的发展过程,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从语音、词汇、词法到句法,都值得进行细致的研

究。在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研究时,需要借助语言学、文字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比如梁佳雪等人

《东川罗家沟摩崖苗文石刻考释》这篇文章,就对该石刻中苗文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释,厘清了

初创时期石门坎苗文与1932年版本的一些差异及其改进情况[30]。这是笔者所见唯一一篇使用

不同时期文献对石门坎苗文文字发展的研究。石门坎苗文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即使到现在,仍然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且由于不同区域的使用群体对石门坎苗文的认知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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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差异,导致最新近且为云南省政府官方推行的“规范苗文”只能局限于滇中滇北苗族地区。因

此,使用不同时期的文献,利用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石门坎苗文文字的深入研究,

便成为推动石门坎苗文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文字发展的研究,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也为滇东北次方言中古苗语向近现代苗语的转

换提供了实证性的研究材料。英国人张绍乔和张继乔在民国后期收集了花苗群体的大量语言材

料,把当时大部分的中古苗语词汇进行了收集,后来编撰成为《苗英词典》(内部资料)。到了21
世纪早期,贵州毕节王维阳新编并出版了《苗汉词典》,可以通过对这两套词典中的石门坎苗文词

汇进行对比研究,以探求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在中古代向近代转换时期的变化。

(二)石门坎苗文文献类型研究

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数量较多,内容各异,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就目

前所收集到的石门坎苗文文献来看,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宗教型文献、碑刻谱牒型文献、传统

文化型文献、社会经济生活型文献、政治型文献以及教育型文献等几大类型。但是在具体的分类

中,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借用文献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更进一步

的细分。之后对分类的不同文献进行编目以显示文献的基本信息。再对不同类型的文献,采用

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石门坎苗文文献内容研究

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除了文字发展、类型学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献所记载内容的

研究。石门坎苗文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滇黔川交界区域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族群近一百多

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发掘与全面的研究。

1.石门坎苗文被创制以后,其使用对象主要是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群体在使用,但部分川

黔滇次方言的苗族群体、部分彝族诺苏与拉卡支系以及部分东部傈僳人也在用石门坎苗文来记

音,发展出了系列石门坎苗文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去探究清末民国时期以来该区域不

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如何通过同一文字体系来建构对不同群体

的认知并达到区域范围内的和谐共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求以乌蒙苗族群体为代表的西

南边疆少数民族在近代以来如何与中原华夏汉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民族

这一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2.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翻译文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是对基

督教宗教文献的翻译,一是对汉文文献的翻译。基督教宗教文献所承载的是当今西方文化的主

要内容,汉文文献承载着当今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用石门坎苗文对基督教经典与汉文文献的

翻译,无可避免地会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核心文化要素传播进入石门坎苗文的使用群体。

于是,百年来乌蒙苗族群体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关系,与汉民族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都

是需要我们进行重点研究的对象。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一百多年前乌蒙山区的苗乡得以

如火如荼地推进,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发展,势必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些差异极大的因

素是如何在历史的场景中,作用于一个古老民族群体的现代重生,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事实。

在对该问题进行深挖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百年来乌蒙苗族的自我族群建构与对中华民族与

中华文明认同的研究,把乌蒙山区苗族百年来的国家化历程进行清楚地阐释。

3.石门坎苗文文献中还包括了很大部分乌蒙苗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内容。石门坎苗文被

创制后,历史上长期以口耳相传的苗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终于以自己的文字被记录下来。因为皈

依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同化教育”,乌蒙山区苗族的部分传统文化

如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崇拜以及“跳月婚恋习俗”等,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趋于消失。幸有时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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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收集整理,这些趋于消失的传统文化得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这些文字记忆的传统文化可

与当今乌蒙苗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此厘清乌蒙苗族百年来的文化变迁与发展情况,为当代的

乡村振兴提供历史的借鉴。

4.现存石门坎苗文文献中也包含了部分乌蒙苗族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内容。对这部分文献

内容的研究,应与乌蒙山区的相关文物遗存相结合,与当代民族学人类学乃至于社会学的田野调

查材料相结合,深入阐释乌蒙山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为分析百年来乌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变

迁以及乌蒙苗族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研究提供支撑。

六、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今天,我们在对石门坎苗文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一些主要原则:

一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不要局限于单一区域,要有跨区域的视野,把整个乌蒙苗区

置于当时中国环境乃至于整个世界环境中,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阐释,才能理解为何僻处中国西

南内陆高寒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能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文化

变迁。

二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不要局限于石门坎苗文文献自身,要使用相关多语种文献,

要与同时代英文文献、汉文文献以及其他相关语种文献进行互证研究,以比较的视角构建多语种

大文献学科视野。同时,要把石门坎苗文文献研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整个中国历史与世

界历史进行关联,构建大历史的学科视野。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应强调其是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遗产乃至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要服务于当今乡村振兴的国家大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
当前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与考验。百年前乌蒙地区苗族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变,由此出现了

民国时期中国“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31]的奇观。百年前石门坎的乡村文化运动与建设取得的

成果,能否为我们今天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四是对石门坎苗文文献的研究,亦要服务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大计。滇

黔川交界地区使用石门坎苗文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主要支系,是整体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存石门坎苗文对汉文文献的翻译、石门坎苗文翻译

的抗日歌曲、石门坎苗文创制的歌曲等等,都在表达着这些文献的翻译者或创作者对中华民族这

一更高层次民族共同体的认同①。石门坎苗文字符亦为周边其他少数族群所使用,显示着石门

坎苗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的研究,也要沿着这一早已

开辟的路径继续深入扩展,以石门坎苗文文献为个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新的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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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andResearchProspectofPollardScript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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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PollardScriptwascreatedandusedwidelyintheWumengMountainre-
gionattheborderofYunnanandGuizhou,encompassingarangeofactivitiessuchastranslatingreligioustextsfor
Christianworship,conductingreligiousrituals,facilitatingschooleducation,promoting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
andfacilitatingeverydaysocialfunctionssuchasrecord-keeping.Thisusageculminatedinthecreationofasubstantial
bodyofPollardScriptLiterature.Notably,PollardScriptliteratureischaracterizedbyitslackofstandardizedwriting,
distinctdevelopmentalphases,andgrassrootsorigins.Diverseinformandrichincontent,PollardScriptliteraturere-
flectsthesocio-culturalevolutionoftheWumengMiaocommunityoverthespanofacentury.Therefore,thestudyof
PollardScriptliteratureshouldfocusonthedevelopmentofPollardScript,mutuallearningbetweenChineseandWest-
erncivilizations,thechangeofMiaotraditionalculture,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ofMiaopeopleinWumeng
Mountainandtheirgradualintegrationintothenationstate.Intheprocessofspecificliteratureresearch,themainprin-
ciplesshouldbefollowed,suchascross-regional,multi-languageliteraturemutualverification,servingthecurrentrural
revitalizationandbuildingtheChinesenation'ssenseofcommunity.
Keywords:thePollardScript;literatureofethnicgroups;MiaopeopleinWumeng;Chinesenational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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